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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 

夏明方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我们一直从近代社会

科学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或西方社会科学输入影响来解读。 

  近日 ，来自史学界的新的声音是，作为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在学

术领域的反映，清末民国时期蓬勃而兴的社会调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

使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本报及时将史学界声音刊发出来，以飨读

者。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

“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

用。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

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

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

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

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

常自信地把它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

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

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

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



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

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

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

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

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

说道：“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

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

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

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

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

一班激进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但是光是打倒

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

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

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

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

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

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

“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

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

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

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

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

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

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推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社会调查在民国时期，也并不只是

服务于社会改良、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的实用性工具，它对于近代中国

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者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也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关键性作用。即便是当时极力反对那种“专门磨刀而不切肉”、

“为调查而调查”的纯学理式研究的李景汉，其调查的目标，除了随时

应付现实需要之外，亦不曾忘怀“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

（《定县社会概括调查·序言》）这样的贡献大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

面：  

  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

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

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

表象叙述，同样，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

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



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

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

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

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第

一手的原始资料，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

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

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要做出比较清楚的

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

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

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  

  其二是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

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

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

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

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

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

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这就涉及到了民国社会调查运

动演进过程之中所谓“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

究”）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演进方向与趋

势，即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民族志式的“社会学的调查”（实即

人类学调查）的转变。 

       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的导论中回顾自己从事

社会调查的经历时，对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蓝瑶社会组织》、《江

村经济》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认为那个时候“极力避免理论上的

发挥”，“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

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结果不仅“埋没了许多颇有意义

的发现”，而且因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

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经过这两次实地研究的磨练，费孝通吸取教

训，幡然改辙，按照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的指引，舍弃那种

“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的“社会调查”，而走向“社

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即“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

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事实上，此处既是费孝通对自

身学术道路的反省，也是对当时以李景汉、陈达、卜凯等代表的注重数

据统计的调查风格的批评。费的导师吴文藻也曾尖锐地指出，对社会调

查与社会统计的注重，“本为科学进步极好的征象，不幸又有人误信

‘科学即测量’者，甚至亦有误信‘在实地调查以前，脑中应只有一张

白纸’，即为严守科学精神者。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

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我们的立场是：以试

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

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

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

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商务印书馆《社会学丛



 

刊》总序）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位燕大学者赵承信，则把李景汉的定县

调查不仅视为“只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统计报告而已”，更看成是一种

“社会运动式的社会调查”，因此并非像调查者声称的那样仅是呈现

“赤裸裸的事实”，不加任何解释，而实际上是以平教会（即“中华平

民教育促进会”）认定的所谓中国乡村“愚”、“穷”、“弱”、

“私”四大病为出发点的，是“结论先于调查，改良的方案也先于调

查”。随着这样一种社会调查运动的扩散和由此促进的社会统计行为的

“机关化”（即由政府机关接收最初由学者们倡导的搜集统计资料的工

作），它的使命也告结束；从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

从对片段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社会整体、社会变迁或社会过程的探

讨，“去发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参见《社会调查

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年）  

  平心而论，社区研究派对李景汉等人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也有

偏颇之处。李景汉之所以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偏重于事实的呈

现，一方面是考虑到材料太多、篇幅太长，另一方面则是调查工作仍在

继续进行，希望等到各项问题有了彻底的调查以后，再加以“详细的解

释和相当的结论”。而且就像社区研究派自视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科学

上的实验法”一样，李景汉亦同样将用统计的方法、图表的方式反映社

会状况，看做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而非“主观的描写”。

（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界》第一卷，1927年）两者孰是

孰非，大约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即便是进行社区研究，也离不开对统

计手段的运用。早期统计型调查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根源似乎不是统计

方法的运用，而可能是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觉不自觉的理论前

提有误。这一点对于人类学调查也是同样适用。至少在这一方面做得不

仅不逊色，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共产党的乡村调查，其对中国农

村社会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农村的道路，就与费孝通的研

究结论大不相同，而后者与李景汉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倒有异曲同工之

处。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力行社区研究的燕京学

派，其最初的社会调查主要就是在与李景汉持同样主张的许仕廉的指导

下进行的。因此，“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

社会调查的学派之争，毋宁说是反映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内在发展的趋

势和动向。而且也正是这样的“学派之争”而非“门户之见”，才是中

国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一。  

  与此相关的，便是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

进与完善，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调查学的建立与发展。当时从事社

会调查的学者无不深知，对社会进行调查要取得圆满的结果，是与被调

查的社会本身有一个圆满的良性运行状态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举办全国

性的国情调查或人口普查——这也正是当时学者的最高目标，若非“政

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杂税之免除，土匪之肃清，不良军队之裁

汰”，即令勉强实施，也是徒劳无益。但他们也同样明白，要建成这样

的社会，又绝非一点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

求其次，亦即选择某一村落或县份从事小范围的地区调查，是为“实验

 



调查”。其目的，一则为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

为局部地区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更重要的则是在调查的组织实

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

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调查更加

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体系，也为更大

范围的国情普查或人口调查奠定方法论的基础。所以，翻阅当时的调查

报告，我们往往会发现作者一般都在其开篇或结论处对整个调查过程作

一番细致的交代，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更无论那些专门用来

探讨调查理论、介绍实地调查经验的专著了。于是，我们发现，这些往

往出于反对革命或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社会调查，最终并没有通过其所

服务的社会改良活动，营造出一个适合社会调查的社会，但是在其所反

对或质疑的革命终于打倒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它们的成果又成为新中国

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为

典型的例子。费孝通先生在质疑土地革命的理论时运用社会调查提出的

“乡村工业化”主张，不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之路

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一

场学术革命，或许并不过分，至少它也是这场学术革命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统计学在中国的发生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统计学的传入、兴起与现代

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的关系太密切了。庚子事变以后，大批中

国人到日本留学，通过他们，统计学知识大量输入到中国来，同时与新

政改革相联系、相一致，在中国也逐步掀起了一股调查、统计的潮流。

民国以后，西方的数理统计学派的著作、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

加大，对于30年代中国社会调查的高涨，影响非常直接。现代社会调查

在中国兴起以后反过来对现代统计学在中国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统计学这样一个现代兴起的学问很多是直接吸收了西方的成

果，与社会学的本土化自觉相比确实是做得很不够的。当时也有很多的

中国人对统计学做出了贡献，但更多的是从数理统计、从数理方法上做

的。从中国的社会调查出发得出一些结论的，我们目前掌握的还是很

少。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兴起  

  吕文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社会调查与很多的社会科学门类

都有关系，而与社会学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不能

回避的就是前人的一些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1948年孙本文写的

《当代中国社会学》，内有他对实地社会调查的一些基本的看法；还有

一个就是1936年燕京大学刘育仁写的一篇学位论文，叫《中国社会调查

运动》，对当时中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关系做了一些基本分析。  



  李章鹏（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

社会调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界逐渐把社会

调查作为研究社会的一个基本方法，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可喜，其中一

些成果的水平更是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遗憾的是，对社会调查与

社会学中国化关系的问题，学术界作专门研究的很少。教育调查的兴起

与近代教育变革  

  毕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教育科学化是近代新教育发展的主

要趋势和特点，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应该用科学方法来

研究，以求得精确的结果。这极大地触发了中国教育界人士从事教育测

量和调查的热情，导致清末民国教育调查的兴起，调查结果反过来又影

响了中国近代教育学科的建立，反映了近代教育告别传统“教化”，走

向社会教育的历程。农村经济调查热潮与农业经济学  

  郑清坡（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学的特征及其

兴起发展的历程来看，因农村经济学应用的性质，必然要对农村进行调

查以求得数据，并反施于农村改进。因此，农村经济调查的兴起发展实

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社会调查影响民国时期经济学  

  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社会调查与近代社会科学兴起”两

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的发展在时间上具有同步

性，也都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或者说在100年前左右中国开始逐渐形成

自己的社会科学范式，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教育学等等。同时，也

就是在100年前左右，中国才真正开始有自己数量上的统计和关于社会

的调查。表面上看起来，两者确实有一个时间上的同步，但背后实际上

有很微妙的关系。就是社会调查已经从方法上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经济

知识、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统计调查方法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的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经济学和经济思想，但真正被大

家认识到有经济学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100年前左右的事情。我们明

朝以后就有所谓的经世传统，整个有清一代也有一种很强有力的思想，

也就是经世思想，最后被汇编成十几种《皇清经世文编》，但都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之后经过传教士的译介，一直到严复翻译《原富》

这本书并于1901年出版，中国人才开始认识经济学，这个社会科学的范

式才逐渐形成，从传统的什么词章之学、考据之学慢慢剥离出来，成为

一个独立的东西。但是刚刚开始认识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相应的

统计、调查资料，比如我们缺乏相应的人口调查资料，缺乏货币资料，

缺乏当时刚刚兴起的当时中国工业情况的调查，也没有中国农业的调

查。在缺乏这些具体数字、数据的情况下，经济思想要来指导这些具体

的经济，那距离就会相差很远。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与中国商法学的产生 



  王雪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民初中国曾自上而下地在全

国范围内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民事和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研究成果很丰

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胡旭晟《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

意义》，还有张勤、毛蕾《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

等等。另外还有商人自己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由上海商务总会等发

起，各埠商会也展开了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并以此为基础，编成《商法

调查案理由书》。此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其商事立法注重调查习惯的立

法理念及立法方法等，对近代中国立法史、社会史等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内容包括各地商人对各地商事习惯的调查，

再综合各个国家的一些习惯。此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比较各国”和

“参酌习惯”，它的制定是中国商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

商法学的正式产生。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公司条例》和《商人通

例》均是由《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发展而来。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  

  邱志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

会科学兴起的角度，来考虑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之间的关系，

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习惯调查对于司法的、立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

的，据我所知，最早对习惯调查与现代法学关系进行论述的，是民国时

期著名的法学家吴经熊在给前述严谔声之《上海商事惯例》的序文，文

中曾详细论述了习惯调查与法学研究关系。近代中国人口调查与人口学

的建立  

  王大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为了适

应变化的形势，清朝政府加快了举办“新政”的速度，筹备立宪即为其

中一项重要工作。而准确地了解国内的人口情况和实行完善的人口统计

登记制度则是实行宪制选举的前提。清政府借助一些西方的人口统计理

念和技术，由民政部拟定《调查户口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为整体人口

统计的政策上的基础。1912年民国刚成立时，国民政府似乎也进行过一

次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俗称“民元人口调查”。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

实践，近代中国的人口调查已经形成了比较先进的人口统计学理念和技

术。 （本报特约记者 储著斌 阎丽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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